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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于人工智能对文化产品选择的消极影响与破解路径，笔者大致从三个角度加以思考，认为人工智能在

选择文化产品上有三重困境：技术沉溺阻碍人的全面发展、隐私泄露威胁个人安全、精准化推送构建信

息茧房，进一步分析出资本导向、制度监管体系不完善、人的主体性能力弱化是造成人工智能对文化产

品选择消极影响的原因，最后探讨破解人工智能在文化产品选择困境的路径，认为只有坚持人的价值理

性，完善人工智能技术、健全相关政策制度，科学管理人工智能、增强人的主体意识，正确引导人工智

能，才能尽可能的破除人工智能对于文化产品选择产生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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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garding the negative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the selection of cultural products, the 
author roughly considers it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and believes that the triple dilemma br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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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selection of cultural products includes: technological addiction hind-
ers people’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privacy leakage threatens personal security, and pre-
cise push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cocoons. And we further analyze the reasons for the nega-
tive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cultural product selection, including capital orientation, 
imperfect regulatory system, and weakened human subjectivity. Finally, we explore the path to 
solve the dilemm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elieve that only by adhering to human value ra-
tionality, improv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mproving relevant policies and systems, 
scientifically manag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hancing human subjectivity, and correctly guid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eliminat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the selection of 
cultural products as much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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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的中国，可谓人工智能时代已经来临，近几年，文化领域对于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十分重视，

已显示出融合发展的趋势。人工智能的技术运用赋能于文化，在客观上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并推动

着我国社会结构的变革。然而，任何一项技术进步都是双刃剑，在给人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会产生一

定的伤害。这就要求我们不得不以谨慎的态度来审视人工智能在文化领域的弊端。 

2. 人工智能如何影响文化产品的选择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创造性地回答物质与意识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基础上解答了意识是什么，意

识的基本特征以及意识的功能等问题，最终形成了关于意识问题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

解答。梳理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问题的回答，是探讨人工智能与意识这一问题的必然路径。 
对于意识的基本界定，马克思曾经这样说过，“观念的东西不外乎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

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充分表明了意识和物质、思维和存在谁是本原的问题坚持了唯物主义原

则。因此，意识的产生基于两个物质性前提：一个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人及其大脑。只有人产生之后，

才有了人与世界关系的思考，才会产生意识问题。另一个是客观世界的生产生活过程，任何主观意识都

是具体的历史的个人在一定的生产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历史条件、文化背景、

个人经历包括个人的主观心理因素的影响，因此呈现出阶级性、多样性甚至创造性等特点。正是在此意

义上，才做出物质决定意识的判断，意识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像。 
每一次科学技术的进步影响意识发生变化，随之在选择文化产品的方式上也会产生颠覆性变革。从

智能技术的维度上来说，技术理性可能会削减人类的选择空间，人工智能在引导文化产品的选择上，会

限制人的选择范围、引导选择行为；从消费场景的维度上来说，现有的文化产品从真实性、戏剧性、合

法性的角度分别暴露出本真性欠缺、品质感偏低和认可度不高的问题；从消费主体的维度上来说，生活

节奏的加快削弱挤压了消费主体的休闲空间，信息机制的变革造成了消费主体的畸变异化，人工智能的

生产逐渐瓦解了消费主体的知觉与感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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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是人们通过探究人类智能的行为规律所创造出的具有一定智能的工程系统。人脑由上千亿

个神经元通过网络化和层次化的相互连接组成，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神经系统。它是通过神经细胞发送“抑

制”或“兴奋”两种信号的生物电进行信息传递的[2]。专家们借助人脑这一特性发明出具有相似数据处

理的类脑智能，也就是人工智能。他们一边试图运用神经网络建模来模拟大脑，一边用生物科技提升机

器的智能。但这种物理模拟和数学模拟是无意识的机械式活动，和人类有意识的认识事物完全不同，不

存在自发性。从本质上来看，人工智能是一种对人类智能的模拟，是人类智能外化的产物，不是真正的

人类智能，更不能取而代之。 

3. 人工智能给文化产品选择带来的三重困境 

3.1. 困境一：技术沉溺阻碍人的全面发展 

人工智能的发展使个体在选择文化产品时更好地发挥其主体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节省了脑

力劳动。但随之带来的结果是人们对人工智能技术产生了依赖感。过度沉溺于智能产品的使用，容易导

致人们精神的空虚以及工作上的分心。比如智能手机的应用导致了不少年轻人患上了“手机依赖症”[3]，
长期沉溺于使用手机，遇到选择便马上上网进行信息查阅而不仔细思考，以此下去，这将使人们思维产

生惰性，严重削弱自身的思维能力。与此同时，人们对手机使用的过度沉溺往往导致自身局限在自我世

界之中，即使与亲朋好友相聚也宁愿看着冷冰冰的屏幕而不愿意与之交谈，这样对个人交往造成影响的

同时也极易形成孤僻自闭的性格[4]。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人们对人情冷暖感知度的下降以及自身性格

形成方面的影响不容忽视。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的思想的基础上而提出的，不仅人的体力和智力得到全面

发展，而且还包括人的社会关系、知识技能、道德品质等方面的全面发展。 
人工智能使劳动者同其活动本身相异化造成人的片面发展。在活动的过程中，劳动者总是按照其目

的自由的发挥他的体力与智力，并且使其得到锻炼。但是人工智能的广泛使用，使人不能全方位的发展

自己，它使我们在活动中遇到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使用人工智能，尤其是人工智能中具备自动化数据

处理的专家系统，而不是想着自己动脑去解决它，这无形之中增加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对人工智能的过度

依赖和使自己的思维方式变得更加消极[5]。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人就会变得目光短浅，不顾长远的发

展，只计较眼前的得失，这是人工智能所引发的第一重困境。 

3.2. 困境二：隐私泄露威胁个人安全 

人工智能的发展将进一步加剧个人隐私泄露的风险。在大数据时代，个人上网的行为都会被数据所

记录下来，这些庞大数据的汇合将很有可能导致隐私的泄露。人工智能时代在数据使用环节，数据经分

析能够了解到你的购物喜好等信息，加大对文化产品偏好的推送力度[6]。如浏览器会自动对我们经常浏

览的网页信息进行收集，使用美团、淘宝、京东等 app 吃饭、购物时，系统也将自动保留用户的信息，

进而分析出用户的购物习惯，甚至以此推测用户的个人选择偏好等。商家通过后台的数据掌握消费者消

费习惯时，消费者对此可能毫不知情，这也导致消费者处于被动地位，而这些数据恰好成为了商家谋求

自身经济利益的助力器。可是部分商家对这些信息会过度使用或不恰当使用，甚至泄露信息，被不法分

子窃取，造成隐私严重泄露，威胁个人安全，这是人工智能所引发的第二重困境[7]。 

3.3. 困境三：精准化推送构建信息茧房 

人工智能的出现，能够根据每一位用户的数字档案进行智能推送从而形成个性化定制。在人工智能

产生之前，文化选择都旨在服务个人意识，但是现在，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出现在用户主页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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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产品往往符合用户需求，但在人工智能给用户带来私人定制的同时，也会造成“信息茧房”现象，甚

至出现群体极化的危险。 
所谓信息茧房，就是指我们只能听到我们选择的内容和愉悦我们的内容。信息茧房”的信息传递方

式营造了一个相对封闭的信息接收空间，在空间内部，信息获取呈封闭化、固定化的形式；而空间外部

则呈现信息流通排异化、孤立化的现象[8]。人工智能一项十分显著的能力就是基于算法和大数据来采集

用户信息，它可以收集用户的各类账号相关的信息，人们日常的搜索历史、浏览的网页信息等各种零碎

的足迹也被收集起来，最终形成一个专属于个人的兴趣图谱，这就仿佛是用户在虚拟世界中的 DNA，系

统基于这些 DNA，可以向用户进行个性化文化产品的推送。在这种情况下，人工智能扮演了一个信息过

滤的功能，受众不喜欢的文化产品自动地被过滤掉[9]。在这种信息培养下，意识的主动创造力和独立思

考能力会退化，这是人工智能所引发的第三重困境。 

4. 人工智能在文化产品选择上产生困境的原因分析 

4.1. 资本导向 

尽管技术的出现早于资本，但技术的异化和技术理性的盛行，本质上离不开资本的助力——正是因

为市场资本的煽风点火，人工智能才能够宰制人的主体性。正如马克思所言：“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

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例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

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社会的运行

规律以实现资本的无限增殖和利益最大化为核心，资本成为人类社会的实质主体，而人则沦为资本物化

的客体和奴役、剥削的对象。人工智能时代，技术的资本化特征愈发鲜明，文化产品的创造与选择都成

为其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人工智能时代科技所展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强大自主性[10]，使其掩盖人的

意识的主体性，而受资本所控制的算法等人工智能技术，却主导人对于文化产品的选择。唯有参透现象

背后的本质，从资本导向的根源入手，才能从源头实现对人的主体性的重建和复归[11]。 

4.2. 制度监管体系不完善 

人工智能中的异化问题与没有一套关于人工智能异化方面的科学的完整的监督管理体系有着十分密

切的联系。通过查阅各国有关人工智能监管方面的文献资料，发现到目前为止不仅在我们国家，而且在

国际上也没有一个完整的监督管理方案，这就会造成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跟不上其对人类社会所造成的

影响程度。 
人工智能是一把双刃剑，它不但为我们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而且会由于它的

不恰当使用给我们人类社会带来很多灾难[12]。如果我们在人工智能的研发与使用的中间环节欠缺富有成

效的监督与管理，人工智能产品一旦进入社会就会给人类社会造成许多问题，其中异化问题就是其一。

为了应对此问题，我们结合实际制定一套有效的监督管理体系，否则就会让人类会成为毁灭自身的主要

原因。 

4.3. 人的主体性能力弱化 

马克思说：“人始终是主体”[13]。肯定了人的主体地位，但每个现实的人成为主体是有条件限制的，

取决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也取决于主体地位的确立以及人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

力。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 21 世纪，人们对人工智能主体的依赖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对于购买物品方面，

在做出购买选择前，人们会在互联网上查阅大量产品信息，收集不同评价，力图找到最物美价廉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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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天社会中所有人工智能产品全部消失，人类社会就可能瘫痪。在人发育成长的进程中，我们注重

人主观能动性的培养，但是，现实却表明，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人的主观性被逐渐抑制[14]。人工智能

的发展对社会极少部分人的主体性来说是有益的，但对大多数人主体性的发展是有害的。当我们在生活

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会首先想到借助智能载体解决问题，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人。就像小学生遇到不会的

作业问题，不会想到自己钻研，而是借助手机或电脑查找答案。这样一来，就丧失了人本能的研究探索

能力。 

5. 破解人工智能在文化产品选择困境的路径探析 

人工智能作为新时代的新兴产物，对文化产品的选择带来了挑战；而这些挑战不容易通过单一手段

解决。因此，我们必须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从多个角度进行协同治理，以最大程度发挥人工智能的积

极作用。 

5.1. 坚持人的价值理性，完善人工智能技术 

技术治理是减轻人工智能消极影响的关键起点。算法和数据是构建人工智能的技术基础。因此，我

们应当围绕这些核心技术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治理体系和机制，以解决当前危机的问题。首先，我们需要

改进算法技术，摆脱信息的封闭性。如前所述，算法推荐模式导致了“信息茧房”的出现，这限制了信

息的自由流动，导致用户在文化产品选择方面受到固化偏见的影响，促使社群区隔的出现。为了应对这

个问题，需要对算法进行内部技术修正，从源头消除危机和潜在的风险。例如，可以在算法中加入信息

修正机制，提高推荐的准确性，并通过纠正信息以实现信息的多元化和合理性，从而减少偏好固化。同

时，需要从技术层面提高用户的主体性，让用户能更好地管理和分析他们获得的文化产品信息，确保他

们真正了解自己的兴趣和偏好，避免受到算法推荐的误导[15]。再次，通过技术手段构建用户偏好测试系

统，使用户能够准确了解他们的兴趣爱好，主动匹配和鉴别算法推荐的信息，实现信息与用户需求的真

正契合。数据技术治理至关重要，需要解决用户隐私问题，确保用户的数据得到保护。需要规范数据抓

取技术标准，加强数据保密技术，建立用户数据保护的底线[16]。同时，数据技术治理还需要解决数据使

用和数据分配问题，以确保数据使用范围受到规范，保障数据价值的平衡分配，维护技术层面的公平与

平等。总的来说，要减轻人工智能在文化产品选择方面的消极影响，首先要改进人工智能技术，从内部

技术角度降低不良影响。 
此外，在人工智能的研发中要继续完善人类自身，坚持人性价值理念，要在智能载体中体现出人的

行为。我们既要在人工智能的辅助下实现人类的解放、个性的显现、能力的强化、知识视野的拓宽，也

要防止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对人的价值理性的替代，进而实现人工智能和人的全面和谐发展。 

5.2. 健全相关政策制度，科学管理人工智能 

规范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强制力措施就是建立与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隐私泄

露风险与网络犯罪风险需要法律的枷锁来加以约束。“有预见的政府做两件根本性的事情。它们使用少

量钱预防，而不是花大量钱治疗；它们在做出决定时，尽一切可能考虑到未来。”[17]政府的政治规制在

人工智能治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通过预见性政策措施来强化应对危机。因此，一个有战略视

角的政府机构能够在面对危机时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措施。首先，要加强监管，完善相关政策制度，特别

是对人工智能平台的监管。技术研发平台是人工智能的初始平台，应该加强对该平台的政治监管，在源

头进行文化产品信息推动把控，使得技术研发遵循国家政策制度[18]。此外，应该重点关注网络信息平台，

其作为文化产品选择与购买的重要阵地，对于文化产品具有重要意义。智能网络技术的不断革新和移动

设备的快速普及，使得文化产品鱼龙混杂，这就造成活跃在网络平台中的文化产品购买者进行选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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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受人工智能精准推送的影响。要有效应对危机，必须强化政治管控，实施严格规范的政策制度。同时，

也需要加强对人工智能产品的政策规制，确保这些产品符合国家制度和政策导向。在这方面，政府的作

用至关重要。其次，政府需要提升其应对危机的能力，增强政府的管控力度。这涉及到政府的机构设置、

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效率，以及政府决策的预见性和危机处理的协同性。只有通过这些措施，才能有效地

化解危机，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学习前沿知

识，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规律和特点，加强统筹协调，加大政策支持，形成工作合力。”[19]政府部门必须

不断改进技术管理，以提高其“智能监管”能力，并积极利用人工智能平台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

这些措施有助于政府更好地应对挑战，确保社会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5.3. 增强人的主体意识，正确引导人工智能 

现阶段的矛盾点主要在于如何培养人的主体性和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载体。因此，在人工智能不断飞

跃式发展的大环境下，主体只有不断地进行自我完善，才能给人工智能客体树立正确的导向，使其能够

沿着有利于人类发展的方向前进，消除客体主体化对人类社会的威胁。主体的自我完善则表现在始终坚

持人的主体地位不动摇，要想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必须要增强人的主体性意识，让人类从迷茫中清醒过

来，进而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与客体的区别和关系。人类可以利用自己的智慧建造房屋，铸造武器，发

明各种技术来辅助我们更好地生存。人类可以突破大自然所赋予的有限尺度，利用智慧和工具去增加自

己的能力，从而主宰万物。在这样的认识下，人类必须要从自身角度出发对自身的主体性意义进行反思，

进而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增强人的主体性意识[20]。在实践活动中要充分发挥人的主导作用，人之所以能

够成为主体是源自于其自身的主体性活动。正如马克思所认识到的那样，人是在认识和改造外部世界的

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主体地位。为了保证人的主体地位在人工智能参与的社会实践中不动摇，人类必须要

通过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加强自身建设，增强自我的主体性意识，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全方位地

控制人工智能，给予人工智能正确的引导。只有这样，我们人的主体地位才能得以巩固，主体性才能得

到更好的发扬。 

6. 结语 

人工智能在选择文化产品上有三重困境：技术沉溺阻碍人的全面发展、隐私泄露威胁个人安全、精

准化推送构建信息茧房，资本导向、制度监管体系不完善、人的主体性能力弱化是造成人工智能对文化

产品选择消极影响的原因，只有坚持人的价值理性，完善人工智能技术、健全相关政策制度，科学管理

人工智能、增强人的主体意识，正确引导人工智能，才能尽可能的破除人工智能对于文化产品选择产生

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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